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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清市镇史的研究，早已引起学术界的重视。然研究成果多集中于江南平原市镇，却鲜
有涉及江南山地者。本文拟考察江南山地的徽州市镇，并将其与平原地区的江浙市镇对比
研究，进而探讨不同的自然人文条件下市镇经济与社会转型的关系。 

    一 

   与江南平原地区相似的是，徽州市镇的萌芽可追溯到宋元，而其真正勃兴却在明清时
期。如渔亭，宋时就已设治建里，并因其他当孔道而设有驿站，商业也较繁兴。明中叶以
降，随着徽州商品经济的发展，其“七省通衢”、依山傍水的优越地理位置的经济意义充分
显示出来，成为黟祁两县的重要集散中心，由杭州或屯溪转运而来的货物多由此登岸转输
黟祁各地；而两县的农副、土特产品也多在此汇集，运往外地。渔亭的商业盛极一时。又
如深渡，北宋时只是姚姓单姓定居之地，因地处新安江畔，已有商业活动，然仅一村市而
已。明末时，深渡已发展成为一个拥有店铺上百家，客户百十家的中等市镇了。居民结构
亦从原先的一姓发展为姚、詹、鲍、胡、余、吴六姓共居。再如岩镇。岩镇乃徽州著名古
镇，宋绍兴年间设镇，元时已是“商旅每旬以三、八日会集贸易”［①］的集市；明中叶以
降，岩镇的发展进入鼎盛时期，“巨室云集，百堵皆兴，比屋鳞次，无尺土之隙”［②］。
太平天国时，岩镇毁于大火，其经济中心的位置才为屯溪所代替。屯溪兴起始于明嘉靖年
间。此外，龙湾、流口等小市镇也都是明中后期开始繁兴的。徽州市镇的勃兴，并非偶发
的现象，而是与明中后期商品经济的蓬勃发展合拍的。在明成弘以前，徽州虽有出贾之
习，但基本上还是一个封闭、静态的农业社会。“居则有室，佃则有田，薪则有山，艺则有
圃”“婚嫁依时，闾闾安堵，妇人纺织，男子桑蓬。［③］”此后，商品经济的迅猛发展，冲
击着传统的社会秩序，造成了社会阶层的上下流动，即所谓“操资交揵，起落不常”，“东家
已富，西家自贫”，“富者愈富，贫者愈贫”，“富者百人而一，贫者十人而九”［④］。贫富
分化造成了大量的无业游民。休歙两县“其有业者大都什不二三，而其失业者什七八焉”
［⑤］。由于职能所限，府县治吸收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能力十分有限，除外出经商外，大
量游民就近涌入市镇从事工商业。随着徽州对外经济交往的日趋频繁，以军事和行政为主
体职能的府县治已满足不了经济发展的需要。这样，在沿江交通便捷之地，作为农村商品
交易中心、农副产品加工中心、货物集散中心的市镇便兴起与发展起来。徽州市镇经济繁
荣表现如下： 

   从市场的规模看，徽州山区市镇的规模并不亚于江南平原地区的市镇。有些徽州市镇
的规模甚至超过了军事、政治中心的府县治所。万安镇南临横江，交通便捷，市况发达，
一直被列为休宁九大街市之首，民间有“小小休宁城，大大万安街”之俗语。屯溪原先也不
过休宁一街市，后竟成一方重镇，其规模与繁华远非县治海阳镇所及。这是由市镇的主导
职能决定了。与府县治所军事、政治的职能不同，市镇职能是商业性的，因而聚集了大量
的农村剩余人口，规模自然随之膨胀。然在徽州，象岩镇、屯溪这样规模的市镇是不多
的，更多的是深渡、万安、渔亭、流口等中小市镇。同时，我们还应看到，徽州毕竟是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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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环抱的山区，人口密度大大低于平原地区，市镇密度变比江浙平原低得多。清嘉庆年间
（１７９６—１８２０年），除府县城外，徽郡计有街市５３个［⑥］，而其六邑总面积
为１３８７０平方公里，其密度为１／２６２，即每２６２平方公里１街市。而杭州府市
镇数为１３０个，面积为７３３４平方公里［⑦］，其密度为１／５６，远远高于徽州的
市镇密度。市镇密度的差异显示了江南山地与平原地区的差别。 

   市镇的交易一般以“常日为市”为主要形式。此外，有以某一商品为主干的季节性集市
贸易。如深渡的茶市、枣市、枇杷市等。庙会集市也是明清徽州又一重要的贸易形式。徽
州地处山区，交通不似平原地区方便，市镇分布也不似平原地区普遍，且多集中在沿新安
江一线，物资交流比较困难，因而一年一度的庙会集市便成为农村重要的贸易方式。如岩
镇的上九会，每年农历正月的初八、初九、初十岩镇祭祀唐代张巡、许远两忠烈，四乡农
民烧香礼拜的同时，还进行贸易。一时商民云集，竹木器材、日用百货、备耕农具应有尽
有。江南的平原地区，庙会亦十分普遍，但较之徽州，其集市贸易的功能是居次要的，因
其市镇体系十分发达，庙会的娱乐性功能却较徽州浓厚得多。 

   市镇的兴起推动了周边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深渡便是很典型的例子。深渡地处徽州
与江浙经济联系的结合部分，是一重要码头，周边武阳、三阳、中村、苏村、杞梓里、霞
坑等地枣农，将枣子送至深渡加工并转运外地。土特产“三潭枇杷”也是在深渡加工、外销
的。久之，深渡与这些村落间形成了一种比较密切的经济联系，逢年过节、婚丧喜庆，人
们都赶至深渡办货，俗谓“深渡担”。深渡也由此而成为歙县南乡和东乡的商业中心。再如
屯溪，因地处平原与山地交接处，又是率水、横水汇流之所，商业十分繁荣。《清史稿》
称其“在（休宁）县东南，为茶务都会”［⑧］。但其腹地却大大超过了“县东南”这一隅之
区，也不仅仅是茶叶都会了，而成为徽郡最大的水运码头、商品集散地和“一邑总市”
［⑨］。 

   市镇的文化教育事业也十分兴盛。徽州本是“朱子阙里”，文风极盛，素有“东南邹
鲁”、“文献之国”的美誉。在此背景下，市镇文化事业又因其强大的物质保障而尤为发达。
如岩镇，《岩镇志草》称其“甲第如鳞”，“人文之盛，甲于乡邦先进。”早在宋代，岩镇便
建有友陶书院；明初有潜虬书院；明中叶有南山书院；清代有檀山书院、百榆社等。从唐
至清，岩镇共出了４个状元、３６名进士、８１名举人，其中供州府职者４７人，授予“府
学”“县学”职者５８人。其他如万安、渔亭等古镇也是文教兴盛发达之地。文教事业的发
达，无疑也为市镇经济的繁荣提供了智力保证。 

    二 

   与江浙平原地区市镇相比，徽州山地市镇在其布局、功能、文化等方面都有自己鲜明
的特色。 

   （１）市镇布局。徽州市镇多沿江沿河而设，形成线状结构的布局。这是地球环境造
成的。“徽之为郡，在山岭川谷崎岖之中”［⑩］，峰峦耸峙，山势陡峻，陆路运输十分困
难，对外经济联系主要依靠水路。“商之通于徽者，取道有二：一从饶州鄱、浮；一从浙省
杭、严”［①①］，即新安江与阊江。其中新安江是徽州最大水系，有率水、横江、练江、
深渡河等大小支（源）流３０余条，流域面积达６７５１平方公里，是徽州对外联系的主
要通道，所谓“小舟如叶，鱼贯尾衔，昼夜不息”［①②］适应徽州对外经济联系的需要，
市镇多分布于新安江及其支流上，如深渡、屯溪、龙湾、渔亭、万安、岩镇等等，从而形
成了徽州市镇布局上的线状结构。这与江浙地区市镇的网状结构迥然不同。在那里，市镇
亦多依水而立，但与徽州不同的是，江浙一带河汊相交，水网密集，江南五大镇之一的濮
院镇，在其周围４０里之内，就有硖石、石湾、新塍、王店、乌青、屠甸等镇，且彼此间
水陆交通极为便利。又如双林，东至乌青３６里，东北至南浔３６里，西到菱湖亦是３６
里。在如此繁密的市镇网络覆盖下，村落无一例外地卷入市镇经济之中。而在徽州，街口
距深渡２３公里、深渡距屯溪５５公里、屯溪至万安１８公里，而万安又距渔亭３８公
里，这种线状结构不能形成网络覆盖周围地区，故而市镇对农村的影响力要小于江浙平原
地区。 

   （２）市镇功能。市镇的功能有两种，一是以生产或加工为主体职能，称为专业型市



镇；一是以商品的集散与流通为主体职能，称为商业型市镇。 

   江浙地区的市镇，专业型的居多。例如嘉兴府，根据陈学文先生的研究，属手工业专
业市镇的有：丝织业的濮院镇、王江泾镇、青镇、王店镇、新塍镇；棉织业的魏塘镇、风
泾镇、王店镇；建筑器材与日用品业的干家窑镇、陶庄市；五金用品业的炉头镇；竹器加
工业的陈庄镇、新塍镇；油漆工艺与玩具生产业的斜塘镇；属于农副产品加工业的市镇
有：蚕桑、原丝销售市场的青镇、石门镇；油料加工业的石门镇；生姜销售地新丰镇；盐
业生产地鲍郎市；属于交通枢纽的市镇仅有王江泾镇、半逻市、皂林镇、陡门镇、乍浦
镇、澉浦镇、广陈镇［①③］由此可见，嘉兴府的市镇中属于专业型的占大多数，即便是
那些商业型的市镇，也往往兼有专业型市镇的色彩。王江泾镇是江浙十分著名的商品集散
中心，但其居民也“多织绸，收丝缟之利”［①④］。反观徽州，虽说市镇也有生产或加工
的功能，但其集散与流通的功能一般都占主导地位。深渡就是一个很典型的商业型市镇，
担当了徽州重要集散中心的角色。虽然深渡亦有不少农副产品加工业，却只是藉其集散功
能才在此加工的。本世纪３０年代，徽杭公路通车，陆路取代水路成为徽州对外联系的主
要方式，深渡的商品集散功能丧失，其枣加工业遂就近迁至杞梓里。徽州另一个重要的集
散中心是屯溪。为对其集散功能有一个具体、直观的了解，下面对３０年代屯溪往返船只
运送之货物作一考察［①⑤］，尽管时间并不吻合，但考虑到近代徽州社会经济发展迟滞
的因素，它大致能反映清中叶甚至更早一些的历史实情。当时，船民组织是以“保”为单位
的。屯溪保，负责屯溪和渔亭间的货物运输，下行，主要从渔亭运瓷器到屯溪；上行，则
从屯溪运百货渔亭。屯上保，负责屯溪和上溪口间的货运，下行，从上溪口运茶箱板、杂
货、干笋、柴炭到屯溪；上行，从屯溪运食盐、布匹、杂货到上溪口。屯龙保，负责屯溪
和龙湾间货运，下行，自龙湾运木炭、雨伞、茶叶、笋叶、纸、香菇到屯溪；上行，自屯
溪运食盐、石灰、百杂货到龙湾。屯杭保，负责屯溪和杭州间货运，下行，从屯溪运茶箱
板、箬皮、寸板、枕木、冬笋、桐油到杭州、上行，从杭州运食盐、布匹、油粮、鱼、杂
货到屯溪。上述可以看出，屯溪的集散功能是显而易见的。此外，渔亭、龙湾等也都是集
散中心，只不过规模较小，从属于屯溪罢了。 

   （３）市镇文化，与江浙平原市镇文化的强烈世俗性不同，受整个徽州大环境的影
响，徽州市镇文化呈浓厚的宗族文化色彩。据《岩镇志草》记载，岩镇以一镇之地而拥有
２１个祠堂，充分展示了宗族文化的繁兴。从建祠年代看，除两个无考外，正德间建１
个，嘉靖间建７个，隆庆间建２个，万历间建６个，顺治、康熙、雍正间各建１个。嘉隆
万三代占建祠年代可考祠堂的７８．９％。这恰与史志所载“自嘉隆以来，巨室云集，百堵
皆兴，比屋鳞次”的繁荣经济局面在时间上相吻合，从而说明了市镇经济的繁荣并没有对封
建的宗族制度造成冲击；相反，却为其生存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物质保障。从宗族活动
看，每年的春秋二祭是各宗族内最重要的活动，每逢此时，全族集会，沐浴斋戒，齐集祠
堂，由族长（或宗子）主持祭祀活动。清明扫墓一般也要先至祠堂祭神主，再各自祭扫。
此外还有公共社区文化活动，如遗爱祠、名宦祠、逸民祠、义士祠的春秋二祭，双烈庙的
祭礼活动（即上九会）等，旨在“联邻里族党之欢”［①⑥］，保护各族的共同利益。宗族
间又往往通过联姻，左右市镇的发展。在泊浙平原地区，我们同样可以看到由地方豪宗强
族创立市镇的例子。嘉定的罗店镇，“元至升间罗升创市”［①⑦］。太仓的璜泾，成化间
赵壁创市，时称“赵市”［①⑧］，等等。但在商品经济的冲击下，市镇的宗族组织迅速瓦
解。清中叶的濮院镇“有祠之家，千百之一二”［①⑨］，这与徽州市镇的“族必有祠”形成
了鲜明的对照。周庄镇亦如此，“宗祠为近地所鲜，故祭礼愈略”［②⑩］。作为宗族制度
重要象征的宗祠的稀少，反映了平原市镇宗族文化的淡化的实景，而世俗性、商业性色彩
则愈发鲜明起来。从商人组织看，平原市镇上地缘性的会馆和业缘性的公所已取代血缘性
的宗族组织而在市镇经济中占主导地位。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江浙市镇上往往聚集了大
量的外籍人口，为保护同乡或同业的利益，会馆、 公所次第建立，如双林镇上就有泾县会
馆、金陵会馆、新安义团和米业、药业公所等商业色彩很浓的组织。从市镇设施看，茶
楼、酒肆、旅馆等娱乐性、商业性设施也作为市镇繁荣的附属物兴建起来。濮院镇“茶酒肆
不啻百计，……新丝时更甚”［②①］。但在徽州市镇上，却很难看到如此繁荣景象，“城市
无茶馆、酒肆。冲处仅有之，亦苦茗一盂，……不足言馆”［②②］。 

   徽州山地市镇与江浙平原市镇所表现出来的诸多差异，是它们处于不同地理及社会经
济环境所致。同样，徽州市镇不能如江浙平原市镇推动并实现社会转型，根子亦在于此。 



    三 

   美国学者牟复礼认为：“中国工业主义滥觞于各市镇，而不在大城邑”［②③］。这在
江浙平原市镇可以找到许多例证，如石门镇的油坊，采用雇佣制经营方式，已具备资本主
义萌芽性质。“无徽不成镇”。徽在江浙市镇的蓬勃发展中，扮演了重要角色，然而在徽商
桑梓之地的市镇却未能找到资本主义萌芽的例子。徽州市镇经济的发展为何不能推动本地
实现社会转型呢？ 

   “徽州介万山之中”，域内山高谷深，山多田少。土质又极差，“地隘斗绝，厥土骍刚而
不化”［②④］生态环境亦恶劣，“高山湍悍少潴蓄，地寡泽而易枯，十日不雨，则仰天而
呼；一骤雨过，山涨暴出，其粪壤之苗又荡然空矣”［②⑤］。因此，徽州粮食生产不发
达，“即丰年，谷不能二之一”［②⑥］。这使得徽州有极强的对外依赖性，“百货皆仰于
外”［②⑦］。 

   此外，徽州又因江水流域的不同而划分成三个相对独立的自然区域。新安江流域区，
包括歙县和绩溪、休宁、黟县的一部分；阊江流域区，包括祁区、婺源和黟县的一部分；
青弋江流域区，主要在绩溪北部。各自然区域的形成，本利于地域分工与交流。但徽州陆
路交通不便，区域间的经济联系很薄弱，它们各自依水路展开对外经济联系。新安江流域
区对浙江，阊江流域区对江西，青弋江流域对宁国。这种经济上的联系在社会生活方面亦
有反映，如妇女服饰，“六邑各有所尚，大概歙近淮扬，休近苏松，婺、黟、祁近江右，绩
近宁国”［②⑧］。徽州经济的对外依赖性和区域间经济联系的松散性决定了它不能在经济
上实现全区域的整合，未能形成区域性市场。域内市场的狭窄对徽州市镇的发展是极其不
利的。由于陆路交通不便，徽州对外联系只得依靠水路，但水路亦非通畅之途。由于徽州
地势较高，水位落差大，民间素有“一滩高一丈，新安在天上”之谚，水势奔流，险滩迭
出，“东涉浙江，险滩三百六十；西通彭蠡，险滩八十有四”，故而“旅之往来，殊非易事”
［②⑨］。此外还有“坝脚牙侩”、“街蠹地棍”甚至地方官的人为阻滞。对外联系的不便，
又大大限制了徽州市镇的域外市场，制约了市镇的进一步发展。 

   而江浙一带的平原地区，水网密布，交通十分便利。对外联系亦称便捷，南北有京杭
运河，东西有长江水道，又滨邻大海，发展海外贸易，得天独厚。便利的交通为这一地区
经济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条件。至迟在明代，苏、松、杭、嘉、湖地区已形成了一个有内在
经济联系的区域整体。洪武三年六月的一则上谕即以“苏松杭嘉湖”连称［③⑩］。此后，
这类并称在公私著述中屡见不鲜。以涟川沈氏这一经营地主为例，其采购活动竟达于杭嘉
湖苏四府六县［③①］，可见其区域经济整合之一斑。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市镇发展自
有徽州无可比拟的优越性。如双林镇的丝绸贸易市镇近则江南五府，远则闽广等地，所谓
“吴、越、闽、番至于海岛，皆来市焉”［③②］，有“通行天下”之称。徽商虽“几遍禹内”，
但并不代表徽州商品有如此广阔的市场，事实上，从事徽州与域外市场联系的毕竟只占徽
商总数的小部分。 

   市镇是商品经济运行的载体。明清徽州商品经济的蓬勃发展是其市镇勃兴的最根本动
力。而徽州商品经济的局限性也制约了市镇经济的发展，制约了其推动社会转型的功能的
实现。 

   徽州商品经济尚局限于自然经济补充的水平，这是因为它不是建立在农业生产力水平
发达的基础上的。明清徽州农业生产力水平是十分低下的，“视他郡农力过倍，而所人不当
其半”［③③］力田者，依然“耕获三不瞻一”［③④］。在这种生产力水平下，出于以副助
农的目的，一些商品性农业、家庭或家族手工业及小商业得以发展。许承尧在谈到歙县明
清社会风俗时曾说：“陆南山多田少，食资于豆与粟，而枣栗柿橡之产副之。［③⑤］”万
历《休宁县志》亦曰：“良民犹免于冻馁，而樵采树艺者，用积储以阜其家脱也。［③
⑥］”婺源“收麻蓝粟麦佐所不给，而以其杉桐之入易鱼稻于饶，易诸货于休［③⑦］”。可
以看出，由于生产力落后，农民靠传统的农业生产根本无法生存，不得不进行商品性的农
业生产，以期“佐所不给”，“免于冻馁”。徽州手工业发展亦相类似。我们固然可以找到商
品性大生产的例子，但采用家庭或家族手工业的形式以工助农的小商品生产则更为普遍。
至于商业，徽州虽有“藏镪有至百万”的富商巨贾，但毕竟“千百中不一二焉”［③⑧］，何
况他们一般都靠经营国家专榷商品——盐而致富的，而非以徽州本土为依托。商业利润也



“十一在内，十九在外”［③⑨］。在徽州，绝大多数还是那些迫于情势，“以贾代耕，不能
不糊口于转毂”［④⑩］的小商人。他们春出冬归，以微薄的商业利润“求哺嗷嗷之数口”
［④①］。这里，商人的经济活动和那些从事商品性农业生产、家庭或家族手工业的小农
并无本质上的区别，其目的亦无非以商助农。因而从总体上说，徽州的商品经济只能是自
然经济的补充。徽州市镇在很大程度上是应徽州对外商品交换之需而建立的。由于徽州的
山区地理环境，作为商品交换内容的，多为茶、木、枣、笋等土特产品，而这类产品对加
工业的要求一般很低。因此，市镇的集散功能远远大于其生产的功能。以集散为主体功能
的市镇与周边农村的联系虽也很广，却较专业型市镇则要松散得多。前文所述的深渡虽可
吸引几十里外的农副产品——枣到镇上加工、集散，但一旦其集散功能丧失，市镇与乡村
间的这种联系便宣告结束。而江浙市镇，由于其生产功能较强，市镇与乡村的关系要紧密
得多。如王江泾镇，不仅周围接战港、渔家漾、南江市、栖真寺、油车港、盛家廊、龚家
湾等都是“居民大半织絍为业”的专业生产村落（市），而且“左右三十里内，各乡悉统于泾
镇”［④②］。可见，江浙市镇的发展带动了周边农村的发展，形成了市镇与乡村一体化发
展格局。但在徽州，这种一体化格局始终未能形成，市镇与周边农村联系的松散性及商品
经济本身的局限性，使市镇未能突破传统的自然经济的藩篱，实现社会转型。 

   徽州市镇上的浓厚宗族文化氛围是阻碍其发展的又一因素。徽州是一个宗族制度极发
达的地域社会。在传统社会向近世社会转型中，宗族制度本身就是一个矛盾复合体。一方
面，它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启动与发展，从而对市镇的繁兴也有一定的积极作
用。另一方面，它与商品经济与其载体——市镇毕竟是异质的，在促进商品经济及市镇发
展的同时，也阻碍了它的社会功能的进一步实现。这种阻碍表现在许多方面，现仅从宗族
文化氛围对徽商心理的影响这一角度，略呈管见。 

   且从商人在徽州的社会地位谈起。“徽州风俗，以商贾为第一等生业，科举反在次着。
［④③］”若离开商业，整个徽州社会就难以生存。故商人的经济地位在徽州是得到普遍认
同的。但商人的社会地位呢？商人在多大程度上用自己的价值观整合了徽州社会？虽《歙
事闲谭》云：商居四民之末，徽俗殊不然”［④④］。但切不可估计过高，笔者以为这种整
合是十分有限的，且从属于徽州宗族文化。将《岩镇志草》与江浙的市镇志相比较，就可
以有一种明显的感觉：《岩镇志草》连篇累牍大谈宗族、节烈、功名，有一种浓重的宗族
文化氛围，对市镇的繁荣、商业的发达只略略带过，全然没有江浙市镇志中关于商业的详
细记载。在徽州府县镇志和族谱家乘中，有关商人的记述虽然不少，却多散见于“义行”、
“孝友”、“质行”等门类中，且对商人的商业活动所甚简，对其所谓义行，则不惜笔墨。在
他们看来，商人的商业活动本身并不重要，只不过是因其商业利润加固了宗族伦理关系才
值得褒扬。而那些“为人奴者”，即使“盛赀厚富”，也得不到社会的认同，“终不得齿于宗族
乡里”。在这种浓重的宗族文化氛围熏陶下，商人往往把行义举、善举作为自己的价值取
向。岩镇大商人佘文义“操奇赢”而“振其家”后，“置义田以养族之不给者，义屋以居族之无
庐者，义塾以教族之知学者”，又独资兴建佘翁桥，故《岩镇志草》褒扬他“年逾八十而义
行不绝”。竟还有行义举而不惜败家破产者。渔亭商人杨乃贤不过中等资产，乾隆二十四
年，他捐白银２０００两，在渔亭兴建“永济桥”，功未毕而人去世，其子杨天培毅然将商
号一片片拍卖以维持开支。桥建成，杨天培即宣告全面破产。岩镇商人佘文帽斥资重修“佘
翁桥”，也是“桥成而家竭焉”［④⑤］。可见，宗族文化已深深扎根于商人的思想意识中，
并内化为自觉行为，“见义勇为”［④⑥］成为其实现自身社会价值的途径。著名的宗教社
会学家马克斯·韦伯认为，近代西方资本主义的产生与新教特别是加尔文宗教伦理有着某种
渊源关系。这一伦理的要义就是教徒有增加自己财富的责任，而增加财富本身就是目的，
诚实、信用、勤劳只有符合这一前提，才能称作美德。正是这一伦理滋生了近代资本主义
精神［④⑦］。徽州宗族也要求族人经商致富，但商业活动本身是居于从属地位的，只有
宗教义举才是其出发点和根本归属。这就从根本上制约了徽州市镇的发展，对于资本主义
萌芽来说，这里是一片沙漠。 

   在明清商品经济蓬勃发展的时代背景下，尽管有诸多相似之处，同处江南的平原市镇
与山区市镇最终还是走上了两条不同的道路。江浙平原市镇推动了社会转型，虽然这种“传
统内变迁”在清中叶时为西方列强打破，但它却很快适应了政治、经济的变革，继续担负起
自己的历史使命。徽州市镇却因种种原因，依旧保持着传统的格局，从而造成徽州近现代
发展的滞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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